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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长波的历史界分与解析框架：
唯物史观视角下的新拓展＊

胡乐明　刘　刚　高桂爱

［摘要］　回归历史方法是半个世纪以来经济长波理论发展的重要方向。但是由于缺
少兼容中间层次分析和技术革命重要性的系统性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长波理论也未能确
立一个准确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 “全面的方法论基础”。为此，有必要回归
唯物主义历史观视角，以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作为解析经济长波的中间层次概念，重构长
波理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基于这一框架，可以将从波谷到波谷划分经济长波的传统
做法调整为佩蕾丝提出的从波峰到波峰的划分方法，从而将经济长波的历史界分由传统的
五次 “倒Ｖ”型长波发展为六次 “Ｖ”型长波。这样一来，每次技术革命对应一次 “Ｖ”

型长波，每次工业革命的技术革命和制度变革对应两次长波的 “Ｗ”型走势，从而将经济
长波的本质归结为生产方式演变趋势的外在表现。长波理论不仅要揭示生产力 “归根到
底”的决定作用以及技术与经济的互动机制，还要揭示政治与文化的长期变迁及其作用规
律，从而服务中长期经济发展规划，助力 “两步走战略”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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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处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发展趋势是国内外经
济学界关注的焦点话题之一。习近平在２０１６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研究经济形势，

必须瞻前顾后， ‘以往知来，以见知隐’，从经济发展长周期和全球政治经济大背景出发加以认
识。”① 在经济学领域，经济长波理论便是一个较为有效的 “以往知来，以见知隐”的分析工具。

本文将讨论关于经济长波的研究方法、历史界分以及理论解释的重要观点并给出一个新的解析
框架。

经济长波是指持续时间为５０年左右、包含升波和降波两个波段的经济周期。有趣的是，关于
经济长波的研究也正在类似的学术周期。正如范·杜因所言：“经济的萧条是与对长波研究的高峰
相一致的”②，经济长波研究热度的涨落呈现出与经济运行冷热相反的周期性。理论界聚焦经济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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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往往不是经济繁荣和上升期的 “居安思危”，而是经济衰退和下降期的 “穷则思变”。一般认
为，英国学者海德·克拉克 （Ｈｙｄｅ　Ｃｌａｒｋｅ）① １８４７年关于此前经济活动存在一个５４年长周期的推
测是经济长波的最早论述，这一时期通常被视为经济长波的一个 “谷底”。但是直到１９世纪末２０
世纪初经济学界对于长波现象的系统研究才拉开帷幕。俄国学者巴瓦斯 （Ｐａｒｖｕｓ）、荷兰学者范·
盖尔德伦 （Ｖａｎ　Ｇｅｌｄｅｒｅｎ）和德·沃尔夫 （Ｄｅ　ｗｏｌｆｆ）等人的贡献奠定了长波研究的基石②。苏联
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长周期波动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实证
研究。１９３９年，熊彼特 《经济周期》一书的出版使得 “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广为人知。③ 随着战
后 “黄金时代”的到来，长波研究陷入沉寂。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欧内斯特·曼德尔对长波问题进行
重新研究，并准确预言长期扩张即将结束。伴随着 “滞胀”的到来，７０年代之后越来越多的学派
和学者包括新熊彼特学派、调节学派、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 （ＳＳＡ）都参与到对经济长波的研究。

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同样引发了人们对于结构性危机和经济长波的更多关注。

一、经济长波的研究方法

虽然关于经济长波的研究不断取得新的进展，但是该领域依然充满分歧和令人困惑。究其原
因，主要在于，“不适宜的方法仍然被广泛运用，在建构理论和定义模型方面仍然依赖主流认识论。
新古典教条常常遭到否定，但是对线性经济计量方法的普遍诉求重新引入了均衡概念，并对序列的
历史本质施加了严格限制。实证主义标准常被否定，但是许多学者认同分解时间过程的原子论和宿
命论含义”④。近半个世纪以来，部分演化经济学者和马克思主义学者致力于摆脱主流认识论和新
古典教条，革新了经济长波的研究方法。

（一）新熊彼特学派：复兴被新古典教条遗失的历史方法
在弗里曼和卢桑看来，分析长期波动的主要方法有三个：历史分析、统计和计量经济分析、

模拟模型分析。康德拉季耶夫的长波研究同时使用了历史描述方法和经济计量方法，但随着经
济计量技术支配地位的确立，标准的统计与计量经济方法被广泛应用，历史描述方法逐步被人
遗忘。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之后，经过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和新熊彼特主义学者的努力，历史方法得
以焕发生机，曼德尔、戈登、谢克和布瓦耶等学者的长波研究同时使用了统计和计量经济分析
与具体的历史分析方法。遗憾的是，上述方法在西方国家并未成为长波研究的主流。库兹涅茨
等人所倡导的标准计量经济分析以及福斯特 （Ｊ．Ｗ．Ｆｏｒｒｅｓｔｅｒ）等人所倡导的模拟模型分析的广
泛流行，导致时间和历史被置于从属地位，研究重心集中于被剥夺了历史趋势并被赋予均衡性
质的 “统计存在”，结果 “不是创造一个包罗万象的完美周期模型，就是一个无所不知的拉普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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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魔”。① 佩蕾丝认为，流行的长期总量序列分析探寻国民生产总值和其他宏观总量有规律的涨
落，试图以货币为单位横贯包含两三个范式的时期，没有任何的意义且必然导致长波研究落入
“陷阱”。
弗里曼和卢桑主张以 “理性历史方法”开启新的研究议程。他们认为，必须拒绝将主流的统计

和经济计量方法简单地用于分析长期增长与变化过程，应优先考虑数量分析的 “逆命题”即优先辨
明真实事件序列的特征而不是抽象模型的构造与模拟，承认社会、制度和政治因素的复杂因果关
系。也就是，理性历史方法是在历史方法、分析方法、构造因果关系假设的描述性统计方法和现代
非线性方法的交叉点上发展起来的，它否定完备模型与方法的极端假设，寻求一种不完备的而非决
定性的、解释性的而非预测性的、演化的而非机械的综合理论。在他们看来，既然每个社会子系统
（科学、技术、经济、政治、文化）对于认识社会关系都具有一定的启发性，那么它们彼此间的相
关性就不能通过对一个包罗万象的简单模型的解释做出断然区分，也不能区分为内生变量和外生变
量，技术创新、结构变迁以及经济社会运动只能解释为历史发展或共同演化过程，对于理解历史动
态学最重要的变量是协调过程本身。② 同样，佩蕾丝主张长波研究应将关注的重点由经济计量转移
到定性地理解经济变迁过程复杂的紧张关系和力量，为此她提出以 “发展的巨潮”替代含有机械隐
喻的 “长波”概念。显然，与库兹涅茨、福斯特等人所倡导的主流方法不同，弗里曼、卢桑和佩蕾
丝等人的主张更接近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所强调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
的矛盾分析方法，也能提供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长期变迁的有价值的解释。但是，或许为了免于
“技术决定论”或 “经济决定论”的责难，弗里曼等人强调每个社会子系统的相互独立性，而没有
将任何一个子系统置于因果关系的优先地位。这样，他们就不可避免地坠入多元决定论的相对主义
泥潭，并将资本主义这个不断变化但终将衰落的体系描绘成一个不断发展、不断进化的体系。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出发的中间层次分析
与以弗里曼和佩蕾丝为代表的新熊彼特学派一样，曼德尔等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反对主流长

波学者以计量经济分析和模拟模型分析替代对经济质变过程进行深入分析的做法。曼德尔指出，
“从方法论的观点来看，关键指标的选择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长波论与当前其他纯学术理论相区
别的首要特征。马克思主义学者拒绝接受经济史学家们在长波的分析中以价格和货币的变动为
中心的观点。他们并不否认这些变动与对长波的判断有关，而且他们甚至承认货币现象的相对
独立性。但是他们从下列假设开始，这个假设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至关重要：资本主义制度
运动的基本规律是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源于商品的生产，是价值及剩余价值的生产以及它们
的最终实现。”③ 因此，他认为长波研究的关键指标是有关商品生产和商品销售的运动趋势，即社
会再生产的运动趋势。
虽然都将资本积累和社会再生产过程作为关键指标，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长波理论内部也存在

差异。如美国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ＳＳＡ）创始人戈登
就批评曼德尔 “没有为其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依次更替的各阶段的有趣分析，提出一个全面的方法论
基础”④，这一缺陷导致他直接将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具体历史相对应，进
而得出长波高位转折点与低位转折点的非对称解释，这虽然看似维护了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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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波理论的 “一致”，却同时割裂了资本主义经济长期发展及马克思主义解释的逻辑一致性。ＳＳＡ
学派和调节学派都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不仅在资本积累的速度上倾向于长期波动，而且这些波动
是由确定的制度结构即 “积累的社会结构”所中介，因此他们努力在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
原理与具体历史之间发展出一种 “中间层次的分析”，以分析资本积累过程和影响该过程的一整
套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从而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波动。但是，他们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技术创新的重要作用，也未能为长波研究提出 “一个全面的方法论基础”。①

关于技术革命引发的生产系统变革，曼德尔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以社会再生产的运动趋
势为中心，他在 《晚期资本主义》中选用资本有机构成、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比例、剩余价值
率、积累率、资本周转时间和两大部类的交换关系六大关键指标，为准确把握技术革命和生产系统
变革提供了重要参照系。② 在 《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一书中，他以 “技术革命与阶级斗争周期”
为题，将研究视角聚焦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关注经济变革长期趋势的新制度经济学家
道格拉斯·诺思曾经高度评价这种将技术革命与阶级斗争相联系的分析框架：“马克思主义的框架
之所以是目前对长期变革最有力的论述，恰好是因为它将新古典框架舍弃的全部要素都包括在内：
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马克思之强大的产权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现存产
权体系与新技术的生产潜力之间紧张关系在发展的观点，堪称是一项重大的贡献。在马克思主义体
系中，正是技术变革造成紧张状态，而变革又是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的”③。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
长波理论，有必要实现一种综合：一方面，吸收调节学派与ＳＳＡ方法，运用 “中间层次分析”，将
经济长波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各阶段相联系；另一方面，借鉴曼德尔的框架，抓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的矛盾运动这一基本问题，在一个重视生产力的根本地位并兼容技术革命和制度变革的框架中把握
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运动趋势。
总之，尽管马克思本人并未直接论及资本主义经济长波问题，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的矛盾分析及其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依然可以为长波研究提供方法论基础。首先，资本主义经济长波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演变过程的长期趋势与外在表现④，这是多种因素与各种力量的综合作用在各
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阶段的集中表现。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经济长波是众多因素交互作用的 “交响
曲”，是 “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的 “合力”⑤，而不是唯一经济力的 “独奏”。因而，科学、技
术、经济、政治、文化每个社会子系统以及资本积累的 “社会结构”和 “调节体制”都是理解和解释
资本主义经济长波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其次，资本主义经济长波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长
期趋势与外在表现，这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在各个发展阶段的基本走向。也就是说，战争、自然灾害
以及黄金产量和人口数量等因素可以扰动或抵抗但却无法改变上述主导力量所塑造的基本趋势；同
时，资本主义经济长波不是循环往复的机械重复，它是资本主义各种矛盾不断深化和不断发展的动态
过程。最后，资本主义经济长波 “归根到底”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外在表现和长期趋势，这
是决定各个阶段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力量。“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
盾”⑥，“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

２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孟捷：《资本主义经济长期波动的理论：一个批判性评述》，载 《开放时代》，２０１１ （１０）。

厄尔奈斯特·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道格拉斯·Ｃ·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７１页，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
“生产方式”的含义在学界存在诸多争论。在此，我们借鉴科恩的观点将生产方式界定为社会生产的技术方式和组织方

式，亦即社会生产的 “技术经济范式”。参见Ｇ．Ａ．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９８－１０１页，北京，高等教育
出版社，２００８。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０卷，５９２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５６７－５６８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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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
社会”①。因此，只有从生产力发展规律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出发，结合资本主
义发展的具体历史与中间层次分析，方能把握经济长波所蕴含的资本主义结构变迁的内在实质。
所以，就理论发展的方向而言，我们认可戈登批评曼德尔时所强调的 “为其世界资本主义经济

依次更替的各阶段”提供一个关于社会再生产总体特征的分阶段的中间层次概括，但是过度聚焦制
度因素，从制度层面出发的理论概括，不利于准确把握这个总体特征，而应在一个兼容技术革命与
制度变革的框架中，分析社会再生产的运动趋势。在这方面，曼德尔的框架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因
此，“一个全面的方法论基础”应该实现中间层次分析与技术革命重要性的有效综合，从生产力与
生产关系的运动入手概括经济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基本特征，从而形成解析经济长波的中间层次分
析，其中直接体现生产力水平的技术条件和工业发展阶段，是必须首先抓住的关键要素。对此，马
克思考察各工业阶段的 “广义生产力”视角，能够为这种中间层次分析提供有益的启示：“一定的
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
活动方式本身就是 ‘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
终必须把 ‘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②

二、经济长波的历史界分

研究经济长波首先需要回答的是各个具体历史时期分别处于长波的上升波段还是下降波段，即
历次经济长波的上升和下降波段于何时起止。这个判断也被称为经济长波的历史界分。研究方法的
分歧必然导致理论观点的差异，这些差异也集中体现为历史界分的不同。
表１显示，尽管长波研究者普遍确认了四次长波的存在，但他们关于经济长波的起始时间、历

史界分却存在明显不同，这也使得许多主流学者质疑经济长波的存在。例如，萨缪尔森对于经济长
波是基本规律还是历史偶然未置可否，认为经济长波 “究竟是否单纯的历史的偶然事件 （由于金矿
的发现、新发明和战争而造成），目前尚难肯定”③，马耶夫斯基也认为，在萨缪尔森那里 “所谓的
‘康德拉季耶夫波’是没有得到特别证实的假设”④。但是，长波 “辨识”的困难并不能否认长波
“存在”的事实。杜因指出，要精确地确定长波的波峰与波谷是不可能的，应该允许界定长波起始
时间存在一个误差幅度。⑤ 篠原三代平则认为，技术革新决定了长期波动的周期，长期波动的长度
由技术革新的速度和规模所决定。由于在不同历史时期技术革新速度不同、规模各异，我们并不能
指望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具有严格的规律性，但也不能因为长波周期的差异较大而否认长期波动的存
在，资本主义存在着比短期波动和中期波动更长的长期波动是不容否认的事实。⑥ 弗里曼和卢桑同
样认为，“长波”容易给人以平滑和规则的错误印象，但这并非人们所描述的长期波动的真实特征。
由于每次技术革命的影响并不均衡，因此长波的历史分期必然是不规则的。⑦ 我们认为，经济长波
是一种时间跨度较大、情况复杂的经济现象，对其进行精准界分既不现实也无必要，长波划分应有
一定的允差范围。因此，无论是由于研究者使用的统计数据、分析方法不同所导致的长波划分差
异，还是由于经济长波本身因历史条件变化而发生的差异，都不影响经济长波的存在及其研究价

３９

①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６０２、５３２－５３３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萨缪尔森：《经济学》（第１０版），上册，３５７页，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

Ｂ．马耶夫斯基：《论长波的性质》，载 《世界经济译丛》，１９９３ （４）。

范·杜因：《经济长波与创新》，８３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９３。

篠原三代平：《康德拉季耶夫波与世界经济》，载 《国际经济评论》，１９８３ （６）。

克里斯·弗里曼、弗朗西斯科·卢桑：《光阴似箭———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１５４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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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不同经济时代的延续构成 ‘长波’”①。长波研究的价值不在于精准地 “辨识”长波的具体时
间，而在于科学把握不同经济时代的 “期间趋势”以更加合理地解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长期变迁。

　表１ 不同学者的长波年表

第一次长波 第二次长波 第三次长波 第四次长波

升波 降波 升波 降波 升波 降波 升波 降波

康德拉季

耶夫
１７８０到
１８１０—１８１７

１８１０—１８１７
到

１８４４—１８５１

１８４４—１８５１
到

１８７０—１８７５

１８７０—１８７５
到

１８９０—１８９６

１８９０—１８９６
到

１９１４—１９２０

熊彼特 １７８７—１８１３　１８１３—１８４２　１８４２—１８５７　１８６９—１８９７　１８９７—１９１１　１９１１—１９４６　 １９４６—

罗斯托 １７９０—１８１５　１８１５—１８４８　１８４８—１８７３　１８７３—１８９６　１８９６—１９２０　１９２０—１９３５　１９３５—１９５１　１９５１—１９７２

门施 １７９５—１８２５　１８２５—１８４５　１８４５—１８８５　１８８５—１９０５
１９０５到
１９３０—１９３５

１９３０到
１９３５—１９４５

１９５０—１９７０　１９７０—１９９０

范·杜因 １７８０—１８２５　１８２５—１８４５　１８４５—１８７２　１８７２—１８９２　１８９２—１９２９　１９２９—１９４８　１９４８—１９７３　 １９７３—

弗里曼 １７８０—１８１５　１８１５—１８４８　１８４８—１８７３　１８７３—１８９５　１８９５—１９１８　１９１８—１９４０　１９４１—１９７３　 １９７３—

曼德尔 １７９３—１８２５　１８２６—１８４８　１８４８—１８７３　１８７４—１８９３　１８９４—１９１３　１９１４—１９３９
１９４０—１９４５
到１９６７

１９６８—

赵涛 １７６０—１８２５　１８２５—１８３０　１８３０—１８５０
１８５０—１８７２
（１８７３—１８８０
大萧条）

１８８０—１９１４
１９１５—１９４０
或１９５０

１９５６ （１９５０）
—１９７２

１９７３—

高峰 １７９０—１８１５　１８１５—１８４８　１８４８—１８７３　１８７３—１８９６　１８９６—１９２９　１９２９—１９４８　１９４９—１９７３　１９７３—１９８２

Ａｎｇｅｌｏ
Ｒｅａｔｉ　＆Ｊａｎ
Ｔｏｐｏｒｏｗｓｋｉ

１７８０年代
—１８１５

１８１５—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１８７３　１８７３—１８９５　１８９５—１９１８　１９１９—１９４０　１９４１—１９７３　１９７４—１９９２

Ｍａｒｉｏ
Ｃｏｃｃｉａ

１７８０—１８１１　１８１１—１８３８　１８３８—１８６７　１８６７—１８９２　１８９２—１９１９　１９１９—１９４５　１９４５—１９７４　１９７４—１９９２

　　资料来源：赵涛：《经济长波论》，９－１０、１６、２３、４８－４９、２４３－２４６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弗里曼、卢桑：《光阴
似箭———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１４５－１４６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曼德尔：《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马克思主义
的解释》，８２页，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８；高峰：《论长波》．载 《政治经济学评论》，２０１８，９ （１）；Ｒｅａｔ，Ａ．，ａｎｄ　Ｊ．Ｔｏｐｏｒｏｗｓｋｉ．
“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ｆｔｈ　Ｌｏｎｇ　Ｗａｖｅ”．Ｐｓｌ．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９，６２ （２４８）：１４７－１９０；ＣＯＣＣＩＡ，Ｍ．“Ｔｈｅ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Ｐａｔｈ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ｏｎｇ　Ｗａｖｅ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２０１０，７７ （５）：７３０－７３８。

（一）第一次长波的起点问题
尽管对于每次长波的具体界分存在分歧，但大多数研究者普遍认为第一次长波始于１７８０—

１７９０年，中国学者赵涛则是一个例外。作为较早系统研究经济长波的中国学者，赵涛认为，“资本
主义经济从１７６０—１８３０年进行了第一次长期波动，其中从１７６０年到１８２５年为这次长波的上升波，
从１８２５年５月到１８３０年为下降波”。② 之所以做出这种判断，是因为她认为经济长波是工业革命
的产物。事实上，人们关于第一次长波始点的认识也不统一。沃勒斯坦指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是
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必然组成部分，因此从逻辑上可以推断，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从资本主义存在开
始也就是从 “漫长的１６世纪”开始就已经存在。③ 同样，Ｊ．戈尔德施泰因、Ｒ．穆吉、Ｊ．莫德尔斯

４９

①

②
③

理查德·Ｒ·纳尔逊：“前言”，载克里斯·弗里曼、弗朗西斯科·卢桑：《光阴似箭———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４页，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赵涛：《经济长波论》，１１７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３卷，６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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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等人的研究也证明，在１８世纪后期工业革命开始之前，由各种外生性因素引起的某种历史过渡
行为所导致的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就已存在，尽管它表现为无规律、非规则的经济现象。① 不过，更
多学者目前依然倾向认为，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社会处于自然经济状态，经济发展缓慢而平
静，没有发生经济长波的可能，第一次长波始于英国进入工业革命的时候。② 困于资料和数据的缺
乏，我们暂且接受这种观点，即第一次长波始于１８世纪６０—７０年代。③

我们认为，伴随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展开而开始的第一次长波首先表现为一个下降波。马耶夫斯基
指出，１８世纪后期欧洲和北美由于最后一个外生性长波的作用而爆发了萧条，在它之后才出现了第一
个工业化长波。④ 也就是说，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的年代是欧洲经济新旧结构 “断裂”从而处于下降
长波的年代。事实上，众多长波研究者的分析也支持上述观点。康德拉季耶夫的研究表明，价格水平
与实物产出之间呈现出同步波动，从价格指数的波动来看，１７８９年之前的英国经济毫无疑问处于一个
下降长波。⑤同样将经济长波解释为一个价格周期的罗斯托不仅确认１７８９／１７９０年代表了一个价格的
波谷年份，而且指出１８世纪８０年代之前连续不断的战争尽管没有导致生产的绝对衰落，但是降低了
英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使得英国和整个世界的国际贸易增长率分别由１７２０—１７５０年的６２％和５９％大
幅下降至１７５０—１７８０年的１０％和３３％。⑥ 此外，其他采用长期总量序列分析的学者也大都确认

１７８９／１７９０年是一个低位转折点，也就是认为此前英国经济处于长波下降过程。采用与主流研究不
同方法的新熊彼特学派的分析也同样支持这一看法。门施在 《技术僵局》中明确指出，“只有在周
期的波谷，当利用殆尽的技术所带来的利润低得令人不堪忍受时，资本才能克服对承担风险的厌
恶，并依赖于可能会获得的基本创新。”⑦也就是说，基本创新只有在长波萧条阶段才会成群出现。
与之类似，佩蕾丝认为，技术革命开始于一个 “为停滞所威胁的世界”⑧。显然，１８世纪６０年代之
后的英国便是这样一个时期。从１８世纪６０年代开始，英国批准的专利数出现急剧上升的趋势，但
是直到８０年代末期这些发明创造才被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因此，无论是从经验数据还是理论逻
辑我们都有理由确认，１７６０—１７７０年至１７９０年是第一次长波的降波阶段。

（二）１９７３年以后的经济长波走势
尽管多数长波研究者普遍认为１９７３年开启了一个下降长波，但是对于这轮下降长波何时结束以

及目前世界经济处于何种波段则分歧较大。弗里曼和卢桑、Ａｎｇｅｌｏ　Ｒｅａｔｉ　＆Ｊａｎ　Ｔｏｐｏｒｏｗｓｋｉ⑨、Ｍａｒｉｏ
Ｃｏｃｃｉａ瑏瑠 等学者认为，２０世纪７０—９０年代是一个结构调整的下降长波，１９９２年作为又一个低位转折
点开启了新一轮扩张长波。一些中国学者也认为，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的下降长波结束于１９９２年前
后，同时开始进入新一轮扩张长波。但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例如高峰就修改了２００２年提出的
最近一轮上升长波起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观点瑏瑡，认为这轮扩张长波应为１９８２年到２００８年瑏瑢，在不否
认２０世纪５０—７０年代的 “黄金年代”的情况下，７０年代开始的下降波段仅有１０年时间。

５９

①
②
③

④
⑥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Ｂ．马耶夫斯基：《论长波的性质》，载 《世界经济译丛》，１９９３ （４）。

赵涛：《经济长波论》，１７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

需要指出，商业资本主义时期的扩张、危机、萧条和周期现象不应被视作 “一种特殊问题”而排除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危
机理论的框架之外，经济长波的研究应该拓展到重商主义时代。

⑤⑦　参见范·杜因，《经济长波与创新》，７８－８３、１２１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９３。

Ｗ．Ｗ．罗斯托：《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３９、９４页，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

卡萝塔·佩蕾丝：《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５６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Ｒｅａｔ，Ａ．，ａｎｄ　Ｊ．Ｔｏｐｏｒｏｗｓｋ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ｆｔｈ　Ｌｏｎｇ　Ｗａｖｅ”．Ｐｓｌ．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９，６２
（２４８）：１４７－１９０．

Ｃｏｃｃｉａ，Ｍ．“Ｔｈｅ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Ｐａｔｈ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ｏｎｇ　Ｗａｖｅ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２０１０，７７
（５）：７３０－７３８．

高峰：《“新经济”，还是新的 “经济长波”？》，载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２ （５）。

高峰：《论长波》，载 《政治经济学评论》，２０１８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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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下降长波于何时停止的争论，也对应着此后的上升长波于何时开启，即

１９８０年以后是否出现了扩张长波的争论。大致而言，部分关注利润率指标的学者认为，如果以美
国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代表，１９８０年以后出现了一轮扩张长波，安瓦尔·谢克以美国的利润率提
升为标志提出１９８０年以后出现了 “新自由主义大繁荣”①，多梅尼尔和列维的数据也表明１９８０年
以后美国的利润率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回升②，高峰则从技术革命、利润率回升和世界市场扩大三个
方面详细分析了１９８０年后的这轮扩张长波③。但是，很多学者并未接受这轮上升长波的存在，布
伦纳认为新自由主义引发的是一轮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到９０年代的长期衰退④，克罗蒂等人持有类
似观点⑤。在经验数据方面，奥哈拉等人将１９７３年到１９９５年视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并重视美国
之外的其他国家的走势，认为从全球范围看，１９８０年以后的上升波段并不明显。⑥

我们认为，无论是采用主流的总量序列分析方法还是弗里曼的 “理性历史分析方法”进行分
析，上一轮下降长波结束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观点都能得到很好的支持。按照英国经济史学家麦迪
森的数据计算，美、法、德、荷、英、日六国的ＧＤＰ年均增长率由１９５０—１９７３年的５．３１％下降
到１９７３—１９９２年的２．４１％，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由４．９１％下降到２．３４％，全要素生产率的
年均增长率由３．０４％下降到０．８３％。美国经济学家布伦纳提供的七国集团的数据也显示，七国私
人企业产量的年均增长率由１９５０—１９７３年的４．５％下降为１９７３—１９９３年的２．２％，劳动生产率的
年均增长率由３．６％下降为１．３％。⑦ 显然，作为一个与 “黄金时期”显著不同的时期，１９７３—

１９９２年的ＧＤＰ增长率和生产率增长率出现了显著下降。１９９２年之后，随着新技术革命的扩散所带
来的 “新经济”繁荣、新自由主义的蔓延和苏东社会主义的 “崩溃”所导致的全球化加速，以及全
球范围价值链分工等新业态的普及⑧，全球经济进入了新的扩张长波，直至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爆发。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１９９６—２００７年全球经济年均增长速度达３．９％。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的爆
发作为一个长波高位转折点，开启了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以及资本积累的 “技术结构”与 “制度结
构”的深度调整的全球性萧条长波。

（三）六次 “Ｖ”型长波
综合前人研究和上述分析，我们给出表２所示的长波年表。需要说明的是：第一，自第一次工

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经历了六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目前正处于第六次经济长波的下降
波，其升波阶段将于２１世纪３０年代开启。第二，从一次长波到另一次长波的过渡是一个连续演进
的过程，选择某个特定年份作为一次长波的开始或结束只具有象征的意义，它更多的表示那个年代
是一个转折的年代，而且每次长波的长度也存在一定差别并总体呈现为波长缩短的趋势。第三，从
波谷到波谷与从波峰到波峰划分长波不是一个可以随意选择的简单问题，而是涉及对于一次独立长

６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Ａ．Ｓｈａｉｋｈ．“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Ｇｒｅａｔ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２１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Ｉｎ　Ｌｅｏ　Ｐａｎｉｔｃｈ （ｅｄ．）．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Ｔｈｉｓ　Ｔｉｍ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２０１１．Ｌｏｄｏｎ：Ｔｈｅ　Ｍｅｒｌｉｎ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

Ｄｕｍéｎｉｌ，Ｇéｒａｒｄ，ａｎｄ　Ｄ．Ｌéｖ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Ｔｈｅ　Ｃｈａｉｎ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ｓＬａ
Ｍａｒｘ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ｅｎｄｅｎｔｉａｌ　Ｔｒａｖｅｒｓ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Ｓｐｅｃｉａｌ　Ｉｓｓｕｅ：Ｃ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２０１６，８０：５３０－５４９．

高峰：《论长波》，载 《政治经济学评论》，２０１８ （１）。

Ｒ．Ｂｒｅｎｎｅｒ．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Ｌｏｎｄｏｎ：Ｖｅｒｓｏ，２００６，ｐｐ．２０９－２１０．
Ｊ．Ｃｒｏｔ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　Ｒｅｇｉｍｅ”．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０，

３２ （３）：３６９－３７８．参见孟捷：《新自由主义积累体制的矛盾与２００８年金融—经济危机》，载 《学术月刊》，２０１２ （９）。

ＯＨａｒａ，Ｐｈｉｌｌｉｐ　Ａｎｔｈｏｎｙ．“Ｄｅｅｐ　Ｒｅｃ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ｒ　ａ　Ｎｅｗ　Ｌｏｎｇ　Ｗａｖ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ｏｒ
Ｕ．Ｓ．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Ａ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３，５ （１）：１８－４３，其具体数据可参
见高峰：《论长波》，载 《政治经济学评论》，２０１８ （１）。

参见高峰：《２０世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演变》，载 《政治经济学评论》，２０１０ （１）。

刘刚：《从 “资本一般”到 “竞争一般”和 “价值链竞争”———当代马克思主义竞争学说的哲学思考》，载 《齐鲁学刊》，

２０１６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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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的准确理解。佩蕾丝指出，康德拉季耶夫、熊彼特和大多数后继者都倾向于从波谷到波谷划分每
次长波，这实际上包含着一次技术革命的后半段和下一次技术革命的前半段。为了避免对历次康德
拉季耶夫长波时间序列的机械理解，佩蕾丝以每次诱发技术革命浪潮的重大技术突破为起点，从波
峰到波峰划分经济长波，这样每次长波都能涵盖一次技术革命的整个生命周期，从而能更好地理解
历次长波所蕴含的结构变迁的实质。① 同样，为了避免将不同的 “经济时代”划入同一长波周期，
美国学者大卫·科茨在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之后，修正了ＳＳＡ学派此前将二战之后的 “黄金时代”与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之后的 “滞胀时期”，即凯恩斯主义时代与新自由主义时代划为同一次长波的做法，
而将它们划为分别具有不同制度安排的两次独立长波周期。② 为了准确把握经济长波的实质内涵，
我们借鉴上述观点，从降波开始划分历次长波，由此得出六次从降波开始的 “Ｖ”型长波。

　表２ 长波年表

降　波 升　波

第一次长波 １７６０ｓ—１７９０　 １７９０—１８２５

第二次长波 １８２５—１８４８　 １８４８—１８７３

第三次长波 １８７３—１８９３　 １８９３—１９１３

第四次长波 １９１３—１９４５　 １９４５—１９７３

第五次长波 １９７３—１９９２　 １９９２—２００８

第六次长波 ２００８—２０３０ （？）

三、经济长波的理论解释

关于经济长波生成机制的理论解释，除了主流的总量分析将经济长波视为经济增长速度快慢变
化所形成的波形运动从而着重于解释ＧＤＰ增长率等总量指标的波动之外，更有价值的观点来自新
熊彼特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学派。弗里曼和卢桑指出，每一次长波的升降不仅表现为总产出增长率的
变化，更为重要的是新的技术集群带来的结构调整，“对所有产业加总求和难以反映出长波的结构
性变革特点”③。佩蕾丝也认为，对于经济长波的解释不能主要依据经济因素，“长波应当被看作复
杂得多的、涉及整个社会的过程”④。因此，他们为了克服熊彼特长波理论所固有的技术决定论倾
向，提出了技术、经济、制度等因素协同演化的理论模型，探讨技术革命与制度变革如何推动技术
经济范式的形成与更替并导致 “发展巨潮”的 “涨落”。曼德尔同样认为，“长波远远不只是资本主
义经济增长率的有节奏的起伏。各个长波实际上是相互之间有明显区别的不同历史时期。”⑤ 在他
看来，由若干基本经济变量所制约的利润率的上升和下降是导致经济长期波动的主要力量，但是资
本主义运动规律的内在逻辑能够解释扩张长波向停滞长波的转变，却不能解释停滞长波向扩张长波
的转移，后者取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历史和地理环境的根本改变。ＳＳＡ学派和调节学派
则强调，资本主义长期经济波动的原因应该归于 “制度结构”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或妨碍了资本积
累。显然，上述研究既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也有进一步综合的可能。⑥

７９

①
②
③
⑤
⑥

④　卡萝塔·佩蕾丝：《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４０页注释、２９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大卫·科茨：《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体制危机》，载 《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２００９ （３）。

克里斯·弗里曼、弗朗西斯科·卢桑：《光阴似箭———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２６４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厄尔奈斯特·曼德尔：《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马克思主义的解释》，８２页，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８。

关于各种长波理论的系统述评可参见赵涛：《经济长波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刘崇仪、李达昌、王小
琪、陈为汉：《当代资本主义结构性经济危机》，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厄尔奈斯特·曼德尔：《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马克
思主义的解释》，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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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经济长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演变的长期趋势与外在表现，１８世纪中期以来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的演变过程表现为工业革命的展开过程，因此，长波研究必须综合考量多方面影响因
素，深入分析工业革命的展开过程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变逻辑，唯有如此，方能透视 “隐藏于
可观测经济现象背后的长期趋势”。参考马克思的基本判断：“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
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①，我们将历次工业革命作为概括历次经
济长波所对应的发展阶段的 “中间层次”范畴，实现马克思强调的 “始终必须把 ‘人类的历史’同
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②。

（一）从工业革命理解经济长波
“工业革命”或许是经济历史学家众多词汇当中最为公众广泛接受的词汇，但是它也最容易导

致公众对于经济变革的本质产生误解③，人们对于工业革命的基本内涵、历史界分以及展开过程一
直存在多维解读和多样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工业革命是人类社会生产的技术方式的重大变革，第
一次工业革命始于１８世纪６０年代蒸汽机的改良和应用，开启了人类社会的 “蒸汽时代”；第二次
工业革命始于１９世纪７０年代电力和内燃机的发明和应用，开创了人类社会的 “电气时代”；第三
次工业革命始于二战之后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开始了人类社会的 “信息时代”。里夫
金也从这一维度界分工业革命，他在 《第三次工业革命》里提出，每次工业革命都是能源技术和通
信技术的革命及其相互融合。另一种观点则从人类社会生产的组织方式界分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
革命是１８世纪晚期制造业的 “机械化”所催生的 “工厂制”替代了家庭作坊式的生产组织方式，

第二次工业革命是２０世纪早期制造业 “自动化”所创造的 “福特制”流水生产线，使得 “大规模
生产”成为制造业的主导生产组织方式，第三次工业革命是制造业的 “数字化”，以此为基础的
“大规模定制”可能成为未来的主流生产组织方式。④ 还有学者从社会变革的维度来界分工业革
命。克劳斯·施瓦布在 《第四次工业革命》一书中便将正在或即将进行的工业革命界定为 “第
四次工业革命”，即在物理、数字和生物技术的融合下所引发的一场深入的、全面的、系统的社
会变革。
上述关于工业革命的理解各有其独特的视角和价值，但是它们或者失之于过窄，将工业革

命理解为技术变革或组织变革；或者失之于过宽，将工业革命理解为社会变革，而且基本停留
于现象描述而难以满足经济学理论建构和政策分析的操作需要。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我们
认为，工业革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变过程，准确理解工业革命的实质需要把握三个基本
特征：

一是系统性。毫无疑问，工业革命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且常常互为因果的系统变迁过程，必然
带来人类社会的分工范式、产业结构、全球格局乃至生存方式的巨大变革。也就是，工业革命及其
影响不仅发生在工业领域，也发生在商业和农业以及社会其他层面。因此，佩蕾丝和弗里曼等人始
终认为，除非同时出现深刻的社会、组织和制度创新，否则不会发生系统性的 “工业革命”；施瓦
布也将 “工业革命”理解为一场深入的、全面的、系统的社会变革。但是为了避免概念的泛化使其
失去可操作性，我们必须注意区分工业革命与工业革命的影响。作为生产方式的演变过程，工业革
命实质上是社会生产的技术方式和组织方式的系统变革。从技术方式的角度而言，工业革命是社会
生产的连接技术、动力技术与制造技术的系统变革。所谓连接技术，主要包括交通运输技术和信息
通信技术，是容易被忽视的推动历次工业革命和人类社会进步进程的重要力量。回顾工业革命的历

８９

①②
③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５３２、５３３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龙多·卡梅伦，拉里·尼尔：《世界经济简史》，１９４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２。

Ｊ．Ｒｉｆｋｉｎ．“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２０１２ （２１）：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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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我们可以发现，连接技术在历次工业革命中都扮演了关键角色，工业革命的发展历程也是 “连
接”的推进过程，没有人与人、人与物以及物与物之间连接的进步所带来的贸易繁荣和文明交流，
人类社会也不可能取得长足的进步。从组织方式的角度而言，工业革命是劳动之间、劳资之间、资
本之间以及国家与资本之间相互关系的系统变革。显然，工业革命不仅是社会生产的技术方式或组
织方式的系统变革，更是二者相互协调、相互匹配的变革过程。
二是演进性。正如一些批评者所指出的，“革命”一词虽然突显了工业革命对于经济社会所产

生的巨大且不可逆的影响，却容易使人们忽视历史进程的连贯性，误以为工业革命是一个能够迅速
摆脱与 “旧时代”联系的瞬间过程。① 事实上，既然工业革命是社会生产的技术方式和组织方式的
系统变革，它们任何一方的变革及其相互融合都必然是一个漫长而渐进的演变过程，那些人们观察
到的 “骤然”发生的激进变革，例如短期内突然崛起的一批新兴技术和新兴产业，其实是紧密交织
在一起的技术创新集群和组织创新集合连续演进和长期融合的结果。因为，“从最初的概念化到技
术上可行性的确定，即从发明到商业可行性，从创新到随后的扩散常常是一个漫长与复杂的过程”，
甚至，“一个最具革命性的发明几乎要到１００年才能替代其前身”②。Ｊ．Ｂ．克拉克通过对德国和美国
的经验研究发现，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成熟过程需要长达４５年的周期。③ 戈登通过历史观察也指
出，工业革命的伟大发明从出现到产生重大的经济影响往往有一个较长的时滞。例如，第二次工业
革命的核心发明———电力和内燃机出现在１８７０—１９００年间，而在工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却是在２０
世纪初，并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开始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产生重大影响。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数字
技术革命也是如此。虽然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大型计算机已在一些大公司被应用，８０年代个人计算机
已开始逐渐普及，但是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强力推动却主要发生在１９９４—２００４年。④ 也正是因此，
弗里曼和卢桑倾向于将 “工业革命”称为 “连续发生的工业革命”，麦格劳、布鲁兰德、图泽尔曼
和钱德勒以及佩蕾丝等学者认为历次工业革命都是一个 “百年周期”。⑤

三是波段性。既然历次工业革命都是一个百年过程，显然它不可能是一个直线发展的演进过
程。综观工业革命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一次工业革命往往对应两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借鉴佩蕾
丝和弗里曼等人的研究，我们认为历次工业革命可以划分为导入期、拓展期、协同期和成熟期四个
阶段。每一次工业革命都开始于上一次工业革命成果消耗殆尽从而经济处于萧条长波阶段，这是一
个结构调整的 “过渡时代”，是新旧技术经济范式的接续交替时代，是历次工业革命的导入期。“新
旧断裂是这一阶段的特征”⑥。这一时期是新的技术体系和组织体系的萌芽期，也是旧的技术体系
和组织体系的衰落期，经济运行不仅表现为总产出增长缓慢，更为重要的是新的技术集群飞速增长
带来的结构调整，新兴产业的扩张和增长与原有产业的停滞和收缩，二者形成强烈反差。⑦不过，
随着新兴技术的逐渐扩散和 “先导产业”的不断发展，工业革命会进入拓展期。“离心趋势”是这
一阶段的重要特征。在这一时期，尚未发育成熟的新兴产业在狂热资本的推动下会过度膨胀并带动
经济进入扩张长波。然而，由于其他相关技术和产业以及组织制度安排未能有效跟进必然导致 “结
构失衡”，工业革命会被迫由扩张长波转入萧条长波并进入协同期。“协同在本质上是为扩张而进行
的耦合”，协同期是一个结构重塑的 “动荡时代”。在这一时期，主导技术和次生技术集群以及相应

９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龙多·卡梅伦、拉里·尼尔：《世界经济简史》，１９４－１９５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２。

道格拉斯·Ｃ·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１８４页，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

⑦　参见克里斯·弗里曼、弗朗西斯科·卢桑：《光阴似箭———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１４９、２６４页，北京，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参见罗伯特·戈登：《美国增长的起落》，５５０－５５１页，北京，中信出版集团，２０１８。

贾根良：《第三次工业革命与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新思维》，载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２０１３ （２）。

卡萝塔·佩蕾丝：《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５７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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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度安排和组织体系会深入发展并相互融合，不断重塑社会生产的 “平衡结构”。① 随着新的
“平衡结构”的建立，工业革命便会重新高涨并进入最后的成熟期。这是一个经济增长的 “黄金时
代”，也是历次工业革命的技术经济范式的利益充分释放并最终走向衰竭的时代。

（二）三次工业革命与长波的 “Ｗ”形走势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每次工业革命的展开过程表现为两次康德拉季耶夫

长波，呈 “Ｗ”型走势。表３显示了历次工业革命与经济长波之间的关联。

第一次工业革命始于１８世纪６０年代的英国棉纺织业，１７６４年哈格里夫斯发明了 “珍妮纺纱
机”，引发机器发明、技术创新的连锁反应，开启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导入期。随着水力纺织技术、

焦炉冶铁技术等制造技术和蒸汽动力技术以及相应的工厂制生产组织方式的出现，英国棉纺织业于

１８世纪８０年代末期开始摆脱旧的生产方式的束缚②，并作为 “先导部门”带动第一次工业革命进
入了 “拓展期”，形成了第一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的扩张波。１７９０年之后，英国棉纺织业以快于其
他工业部门数倍的速度快速增长，并使得英国经济呈现 “迅猛、史无前例”的 “持续增长”。但是，

棉纺织业的过快膨胀所导致的生产过剩，以及由此引发的结构失衡所导致的全面危机在１８２５年终
结了此轮长波，使第一次工业革命被迫进入了结构调整的协同期，开启了第二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
的下降波。在这一时期，蒸汽机车、铁路网络、机械印刷和电报等连接技术的发展 “使得运输和通
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迅速、廉价和可靠”，促进了市场的扩张和生产率的提升，增强了 “铁—

煤—蒸汽机—铁路装备—机械机床”的协同效应，推动了工业革命向尚未受到第一次康德拉季耶夫
长波较大影响的产业和地区的传播。这样，１９世纪末期第一次工业革命便进入了它的成熟期，同
时开启了第二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的上升波。

历次工业革命并非截然分割，前一次工业革命成果的衰竭期正是新的工业革命的酝酿期。１８７０
年之后，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主导产业出现明显的报酬递减，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进入导入期，

从而开启了第三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的下降波。在此时期，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旧生产方式的 “锁
定效应”与电力、钢铁等新兴产业的 “扩张效应”相 “对峙”③，使得 “死气沉沉的萧条”成为英
美等国经济运行的常态。但是，随着钢材制造技术和内燃机、电气动力技术的不断创新和扩散以及
大型公司和泰勒主义生产组织方式的涌现，以廉价钢材和电力为基础的新投资机会蜂聚的条件逐步
具备，１９世纪９０年代初期，第二次工业革命进入拓展期，并开启了第三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的扩
张波。这是一个 “镀金时代”，钢铁、电力、石油和汽车等新兴重化工业部门快速扩张同时也导致
了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乃至国际格局的严重失衡。随着１９１３年经济危机的爆发，第二次工业革命
结束了拓展期并步入了灾难性的战争、广泛的革命与严重的危机相互交织的混乱而动荡的协同期，

开启了第四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的下降波。在此时期，石油和电力的广泛应用所导致的动力技术革
命，电气化、自动化所带来的制造技术革命以及电报电话、广播电视等新的信息通信技术和飞机、

汽车等新的交通运输技术，推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在各个产业领域和地区的扩散及其相应的流水线
生产和现代公司制度的普及，逐步确立了福特主义生产组织方式的主导地位。二战之后，第二次工

００１

①
②

③

胡乐明、刘刚：《再生产结构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演化路径》，载 《经济学动态》，２０１３ （１１）。

毛纺织业自１５世纪以来长期是英国最重要的产业，受到了封建行会势力的保护。因此，棉纺织业与毛纺织业之间新旧生
产方式的激烈竞争与对抗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参见马克斯·韦伯： 《世界经济史纲》，２１５－２１８页，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２００７。

这种对峙所造成影响的典型例证便是英国的衰落与美国的崛起。许多研究认为，正是旧生产方式的 “锁定效应”导致了
英国的衰落，新兴技术和新兴产业的 “扩张效应”造就了美国的崛起。参见克里斯·弗里曼、弗朗西斯科·卢桑：《光阴似箭———

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２５４－２６３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赵涛： 《经济长波论》，１７６－１８０页，北京，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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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革命迅速进入成熟期，开启了第四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的扩张波。

　表３ 工业革命与康德拉季耶夫长波 （每次工业革命包括两轮技术革命）

工业

革命
标志性事例 核心投入

先导产业

主导产业
技术方式 组织方式 降波／升波

第
一
次
工
业
革
命

哈 格 里 夫 斯 发 明

“珍 妮 纺 纱 机 ”

（１７６４年）

棉花、

生铁
棉纺织、铁制品

水力 机 械、收

费公 路、运 河

帆船

工厂制

合伙制

１７６０—１７９０／

１７９０—１８２５

利物浦—曼彻斯特

铁路 （１８３１年）
生铁、

煤炭

铁路 和 铁 路、设

备、蒸汽机

蒸汽 动 力、铁

路电报
股份公司

１８２５—１８４８／

１８４８—１８７３

第
二
次
工
业
革
命

卡耐基的贝西莫钢

轨厂 （１８７５年）
钢、铜

合金

钢制 品、电 力 设

备、重型机械

电气 化、钢 轨

铁路、电话

大企业

泰勒主义

１８７３—１８９３／

１８９３—１９１３

福特公司海兰特公

园 工 厂 的 装 配 线

（１９１３年）

石油、

天然气、

合成材料

汽车、石油化工、

家用电器

自动 化、航 空

和 高 速 公 路、

无线电

巨型 公 司 福

特主义

１９１３—１９４５／

１９４５—１９７３

第
三
次
工
业
革
命

英特尔处理器

（１９７１年）
芯片

计算 机、电 信 设

备、微电子产品

信息高速公路

（互 联 网）、无

线网络

跨国 公 司 后

福特主义

１９７３—１９９２／

１９９２—２００８

ＩＢＭ 的 Ｗａｔｓｏｎ在美

国智力问答节目打败

了人类冠军 （２０１１年）

芯片、可

再生能源

机器 人、智 能 电

信设 备、智 能 装

备制造

人工智能、区块

链、物联网、智

能电网、３Ｄ打印

分散式、网络

化、平 台 型

组织

２００８—

２０３０ （？）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滞胀”的到来终结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 “黄金年代”，也开启了第三次工
业革命的导入期和第五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的下降波，电子芯片技术和电子计算机技术以及互联网
技术与后福特主义生产组织方式的不断发展推动着 “新经济”与第二次工业革命旧生产方式的 “断
裂”。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第三次工业革命进入拓展期，狂热的金融资本推动着 “新经济”的快
速膨胀，形成了第五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的上升波。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的爆发终结了资本的狂热，

同时开启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协同期和第六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的下降波，人工智能、物联网、区
块链等连接技术、智能制造和３Ｄ打印等制造技术与新型能源动力技术以及相应的分散式、网络
化、平台型生产组织方式趋于深度融合与广泛扩散。或许，经过此轮长波的深度结构调整，第三次
工业革命将在２１世纪３０年代迎来自己的 “黄金时代”。

四、尾论

熊彼特指出，“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
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 （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① 同样，脱离历史框架的经济学也不可能成为科
学的经济理论。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经济学是研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过程的科学，

１０１
①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１卷，３１页，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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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应也不能脱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遗憾的是，马克思所奠立的 “逻辑与历
史相统一”的理论传统一直以来并未得到有效遵循，马克思以 “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 “相对剩
余价值的生产”为主题所展开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以及生产
方式演变过程的历史与理论相结合的精致分析，要么被 “浓缩”为省略了历史内容的抽象而僵硬的
“教科书模型”，要么被 “深化”为缺乏理论抽象的琐碎而具体的专题研究。恢复马克思理论传统以
焕发政治经济学的生机和活力，长波理论是一个可资借鉴的富有张力的理论框架。然而，尽管大量
的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学者参与了长波理论的早期开拓和后续发展，但长波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框架迄今并未完全确立，调节学派和ＳＳＡ学派尽管通过 “中间层次”的建构提供了关于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长期变迁的 “制度”分析，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技术变革的历史作用；曼德尔通
过讨论再生产方式的演变，把握住了技术革命与制度变革之间的矛盾运动这个基本方向，但未能发
展出一个以 “中间层次”分析为中心的阶段性解析。因此，在唯物史观的视角下为长波理论构建
“一个全面的方法论基础”，有必要将调节学派和ＳＳＡ的中间层次分析与曼德尔的技术重要性逻辑
相综合。技术是资本主义发展引擎的 “燃料”，生产力的自行发展有其内在的原因和发展规律①，
马克思主义长波理论的未来发展必须将技术变革和生产力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 “圆满地吸收到其理
论体系之内”②。
忽视历史本质的主流长波研究的技术主义倾向需要避免，陷入历史细节的描述主义的长波研究

倾向也同样需要克服。长波研究的目的不在于还原和描述历史，而是在于透过 “一再发生的事件序
列”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演变发展的动态规律与未来趋势。经济长波作为生产方式演变趋势的外
在表现，是多种因素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各个阶段的综合作用，技术、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子
系统都是理解经济长波的重要因素。因此，长波研究不仅要揭示生产力 “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以
及技术与经济的互动机制，而且要揭示政治与文化的长期变迁及其作用规律。霍布斯鲍姆曾提出如
下假说：社会矛盾总是在 “长期发展阶段”末期或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结束时蜂拥而至，弗里曼和卢
桑基本赞同上述假说，指出社会矛盾会在长波的高位转折点和低位转折点出现蜂聚现象，并掀起工
人罢工运动浪潮。③ 佩蕾丝则认为，“技术革命—金融泡沫—崩溃—黄金时代—政治动乱，大约每
半个世纪就会重新再来一遍”，自由放任与国家干预也会每隔二三十年互换位置。④ 曼德尔、调节
学派和ＳＳＡ学派等也尝试探讨结构性危机、阶级斗争、政治权力之间的互动机制及其作用规律。
马克思主义长波理论的未来发展必须克服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机械决定的陈腐论调，科学揭示
权力结构、意识形态及社会文化的演化规律，彰显马克思理论框架分析长期变迁的突出优势。
政治经济学是 “致用之学”，中国的长波研究必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理论支持。

经济长波是工业革命展开过程的外在表现，工业革命历来不是所有国家同步发生的经济现象，因而
工业革命和经济长波首先是主导性国家的一种经济现象。第一次工业革命即第一次长波和第二次长
波的主导性国家是英国，第二次工业革命即第三次长波和第四次长波的主导性国家是美国和德国等
国。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工业革命的导入期和协同期是赶超领先国家的重要 “机会窗口”，英国和
美国正是分别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导入期实现了对领先国家的赶超。目前，全球
经济正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协同期和第六次长波的降波阶段，这是一个深度结构调整期，也是一
个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赶超西方发达国家重要机遇期。历史经验表明，能否通过科学技术进步

２０１

①
②
③

④

参见马昀、卫兴华：《用唯物史观科学把握生产力的历史作用》，载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３ （１１）。

Ｗ．Ｗ．罗斯托：《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２页，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

参见克里斯·弗里曼、弗朗西斯科·卢桑：《光阴似箭———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３６９－３７７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２００７。

卡萝塔·佩蕾丝：《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１０、６８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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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制度创新战略推动生产方式摆脱 “旧势力”的 “锁定效应”以实现持续的 “结构升级”，推动各
个社会子系统相互匹配并为关键技术提供完善的 “支撑结构”以提高先行部门的带动能力，推动新
兴技术和新兴产业抢占全球竞争的 “制高点”及其全球扩散以拓展其 “发展空间”，是后发国家能
否把握赶超机遇的关键。中国马克思主义长波理论的未来发展必须深入总结工业革命与经济长波的
扩散规律以及后发国家的赶超路径和赶超规律，以助力 “两步走”战略的顺利实施。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Ｌｏｎｇ　Ｗａｖ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Ｎｅｗ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ＨＵ　Ｌｅｍｉｎｇ１，ＬＩＵ　Ｇａｎｇ２，ＧＡＯ　Ｇｕｉａｉ　２

（１．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８３６；

２．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Ｑｕｆｕ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Ｒｉｚｈａｏ，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２７６８２６）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ｏｎｇ－
ｗａ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ｈａｌｆ　ｃｅｎｔｕｒｙ．Ｈｏｗｅｖｅｒ，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ｈｅ
ｌｏｎｇ－ｗａｖ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ｈａｓ　ｆａｉｌｅｄ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ｓ”ｆｏｒ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　ｇｒａｓ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ｏｒｙ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ｒｅｇａｒｄｓ　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ｓ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ｌｅｖｅ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ｗａ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ｗａｖｅ　ｔｈｅ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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